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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电影的成功经验及对中国电影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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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伊朗电影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复苏到兴起， 广受国际电影界褒奖。 文章概述了伊朗电影近 ３０

年取得的进步和其风格特色， 探讨了伊朗电影从植根现实的题材选择， 深切的人文情怀和形上追求， 平实

的叙事方式， 淡而有味的电影风格这几个方面， 可带给中国电影的启发性与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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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１９７９ 年伊朗革命后的低谷后， 伊朗电影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复苏， 不仅有以阿巴斯、 帕

纳西、 马吉迪等为代表的一批中年导演不断斩获各类国际电影奖项， 且如萨米拉·马克马巴夫等成长

于伊朗革命年代的年轻人也屡获佳绩， 逐渐被国际电影界认可。 导演法哈迪两获取得奥斯卡最佳外语

片奖： 《一次别离》 （２０１２）、 《推销员》 （２０１７）， 堪称伊朗电影近年的最高成就。
在欧洲三大电影节上， 伊朗电影也成绩斐然。
戛纳国际电影节： 金棕榈奖 《樱桃的滋味》 （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 评委会奖： 《下午五点》

（萨米拉·马克马巴夫）、 《黑板》 （萨米拉·马克马巴夫）、 《我在伊朗长大》 （玛嘉·莎塔碧、 文森特

·帕兰德）； “一种关注” 特别奖： 最佳导演奖 《再见》 （穆哈默德·拉素罗夫） 及最佳编剧、 导演、
男女演员等。

柏林国际电影节： 两个金熊奖 《一次别离》 《出租车》； 三个银熊奖 １９７４ 年第 ２４ 届柏林电影节银

熊奖、 《静谧的生活》 （苏赫瑞博·斯哈西德·萨雷斯）、 １９７６ 年第 ２６ 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 《石头花

园》 （帕尔维兹·沙亚德）、 ２００６ 年第 ５６ 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 《越位》 （贾法·帕纳西） 及最佳编剧、
导演、 男女演员等。

威尼斯国际电影节： 金狮奖 《生命的圆圈》 （贾法·帕纳西）、 评委会特别大奖 《随风而去》 （阿
巴斯·基亚罗斯塔米）、 最佳导演、 最佳剧本等。

伊朗与中国同为文明古国， 又都是 “一带一路” 沿线的重要国家， 在一定意义上具有相似的电影

生态， 研究伊朗电影， 尤其是其成功经验对中国电影的启发， 某种程度上或许比研究欧美国家的电影

更有现实意义。

一、 植根现实的题材和平实的叙事

综观获奖的伊朗电影， 多聚焦于日常生活， 题材以妇女、 儿童、 底层民众、 中产阶级等为主， 而主

题无一不来自伊朗的现实社会， 这些年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和影迷高度评价的如 《何处是我朋友的家》
《白汽球》 《小鞋子》 《天堂的颜色》 《让风带着我飞》 《水缸》 等儿童题材电影， 均围绕普通伊朗人的

家庭生活尤其是儿童教育展开， 无论市场还是口碑均获巨大成功。 拍摄这种题材的电影已经成为当代

伊朗电影的一个标志， 它们不仅数量多， 而且质量高。
伊朗电影一般不追求高科技、 大场面及复杂的情节， 节奏略显缓慢， 有时甚至拖沓， 画面质朴， 绝

少华丽。 伊朗电影聚焦伊朗普通百姓的当下生存现状， 有直面生命困境的人文关怀， 直抵本质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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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扣平民百姓的关注点。 在一定意义上， 伊朗电影颇符合美国学者弗·杰姆逊的论断， “所有第三世界

的本文均带有寓言性和特殊性： 我们应该把这些本文当作民族寓言来阅读。 第三世界的本文， 甚至那

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力比多趋力的本文， 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 关于个人命

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１］

　 　 在电影商业化浪潮及好莱坞大片横扫全球电影市场的背景下， 伊朗电影导演仍坚持自己的创作原

则， 恪守本土电影的艺术特色， 表现在叙事上， 就是严格遵循戏剧 “三一律”， 即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讲

述同一故事。 如 《关于 〈１０〉 的十课》 的故事发生于汽车驾驶室， 《面包与小巷》 以乡村小巷为故事

地点， 《生生长流》 《何处是我朋友的家》 《橄榄树下》 则是柯盖尔省山村， 《原样复制》 的地点是托斯

卡纳镇， 《希林公主》 的地点是电影院， 这些影片的叙事时间都限定在一天之内。 最为典型的 《希林公

主》， 其银幕时间与叙事时间完全重叠： 时长 １２０ 分钟， 这与弗雷德·金尼曼导演的 《正午》 有异曲同

工之妙。 不仅如此， 影片情节也不旁生枝节， 一律采用线性叙事方式， 排斥同时异地、 同地异时、 异

地异时等变异时空处理方式。 影片情节单一甚至单调， 导演阿巴斯认为： “有的电影把观众挟为人质，
把他们按在座位上看完———这并不一定表示它们有吸引力。 我的电影从不挟观众作人质， 而给他们自

由……我不爱花心思讲故事， 不喜欢煽动观众的情绪或给他们规劝， 不喜欢把我的观众视为感情容易

摆布的无知小儿。” ［２］

法哈蒂导演的整体叙事风格是建立在新现实主义的基础上的， 即追求生活本真， 注意细节的把握

和运用， 调度和运镜很平稳， 且不使用技巧性很强的手段。 例如， 《一次别离》 中描绘的家庭， 就像直

接截取自现实生活， 电影没有宏大主题， 没有刻意的煽情， 没有绚丽的声画， 也没有豪华的场景， 朴

实的镜语， 舒缓的节奏， 演员自然放松的表演， 充分揭示了一个普通家庭遭遇的信仰、 人性、 伦理困

境。 又比如 《推销员》， 情节的推进， 人物形象的塑造， 性格的显现， 节奏的控制， 都非常平实和扎

实， 让观众从平淡中感受故事的魅力。
在拍摄手法和剪辑手段上， 不少伊朗导演的手法也很相似， 他们大量使用自然光和长镜头， 甚至是

通过手持摄像机拍摄， 严格遵循线性剪辑。 如 《一次别离》， 全片基本通过手持摄像机拍摄， 主观镜头

利落而克制。 场景的运用上， 内景大多是生活实景及日常生活物体， 狭小逼仄的居家气氛， 隔间、 墙

壁、 门的大量呈现， 公共场所和街道杂乱的场景， 自然真切地渲染了影片想要传递的氛围， 也隐喻了

阶层之间、 人与人之间的隔阂。 整部影片几乎只有真实的环境音， 没有任何背景音乐， 正因此， 在结

尾时突然插入的两段沉重悲怆的钢琴和弦， 才将影片的故事及观众的情绪推到了高潮。

二、 深切的人文情怀和形而上探讨

在朴素如纪实般的影像之下， 是伊朗电影人深切的人文情怀。 具体说来， 伊朗电影的人文情怀表现

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对感性生命、 个体主体的关注

伊朗电影中很少有所谓 “宏大叙事”， 把镜头更多地对准感性的、 具体的生命， 并在这种关注中体

现本质的关怀。 看过马基德·马基迪 《小鞋子》 （亦译 《天堂的孩子》，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ｏｆ Ｈｅａｖｅｎ） 的观众，
无不为那对小兄妹之间的真情所感染， 被哥哥要为妹妹赢得一双球鞋的承诺所打动。 男孩因为无意中

丢失了妹妹的小鞋子， 委屈和愧疚的泪水一直在眼眶里打转， 令人心酸和怜悯。 宣传海报中， 男孩眼

眶中打转的晶莹泪水并非为博取观众廉价的同情， 而是生活的艰辛和兄妹的感情的自然情感流露， 观

众从中看到的是孩子 “在世” 的忧伤和无助， 以及他们对比他们更弱小的生命的怜悯。 在亚法·帕纳

哈执导的 《白气球》 中， 新年愿望只是得到一条金鱼的小女孩， 拿着家里仅有的 ５００ 元钱去买鱼， 一

路经历了钱被骗、 失而复得、 钱被卷入下水道， 同样眼含泪水， 泪水也是她面对大人们冷漠的唯一方

式。 对于这个小女孩， 一条小金鱼就是她的世界， 就如同 《小鞋子》 中的一双鞋子就是一个美丽的承

诺， 实在而温暖。 在孩子的世界里， 一条金鱼或一双鞋子， 就是生活的意义和价值。 马基德·马基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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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另一部儿童电影 《麻雀之歌》 里， 一家人对生活的一丝期望， 都渗透着底层人士之间相互的帮助和

关心， 即使就是邻里之间的一盆汤， 医院里一句简单的问候， 都成为人间最值得珍视的财富。 可以说，
在艰辛而坚实的现实生活中， 伊朗电影始终关注着生命之光、 人性之光， 并因此具有了打动人心的

力量。
（二） 生存与死亡的主题

《樱桃的滋味》 中， 那位不知为何要选择自杀的轻生者， 以具体生存还是死亡的命题， 揭示人的生

存困境。 电影表现了寻找死亡时发现生命的奇妙历程， 探讨了对生死的看法。 已故作家史铁生在 《我

与地坛》 里写过： “一个人， 出生了， 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 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

实， 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同时， 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 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
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３］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 只有把生命带到死亡面前， 生的意义才真

正显现， 换句话说， 人活着即 “向死而生”。 “无并不是在在者之后才供出来的相对概念， 而是源始地

属于本质本身”， “无是否定的根源， 而不是相反”， “作为对于存在者的不， 存在并非在否定之无意义

上的一种无”。［４］ “无” 的定义究竟是什么呢？ “无乃是对存在者的不， 因而是从存在者方面被经验的存

在。” ［４］（１５４） “无” 不是存在者， 而是存在本身。 《樱桃的滋味》 便是一次以对 “无” 的逼近， 追问 “存
在者” 之存在的意义。

影片 《生活在继续》， 如该片导演阿巴斯所说， 是 “我在电影创作中对欧玛尔·海亚姆的参照开始

于 《生活在继续》， 那是我到地震现场观看地震灾难的时候。 在此之前， 我从来没有这样近距离地看到

过生与死的矛盾。 也是在那个时刻， 我感到自己很好地抓住了欧玛尔·海亚姆的哲学思想和诗歌的灵

魂。 它是基于这样一个原则： 要想懂得生命， 必须接近死亡， 亲眼目睹死亡。 在地震现场， 我有一个

非常深刻的体会， 我去那里不是为了观看死亡， 而是为了发现生命”。① 拍摄 《生命在继续》 的经历使

阿巴斯导演感到人生如戏， 他谈到： “比如我遇到过这样一个场面， 一些村民正在洗孩子的裹尸布， 与

此同时他们也在洗桌布。 这部影片捕捉到的东西更多的是生命而不是死亡。 由于地震带来的灾难， 人

们当然感到悲伤， 但是在他们内心深处， 他们为自己能够继续生存感到高兴。 海亚姆的诗歌或哲学很

好地解释了这种人生如过客的思想。” 他也曾谈起自己对于友人过世的体验， “去年， 我参加一位电影

家的葬礼， 女人们站在一边， 男人们站在另一边， 这位电影家的夫人全身穿着黑， 显得更加漂亮。 站

在我身旁的一个人对我说： ‘看他妻子多漂亮！’ 即使在这样一个有关死亡的具体情境中， 这种心情也

是真实的。”①观看这部电影， 犹如随阿巴斯一起感悟人生， 领会到阿巴斯对死亡的从容， 感受到他悲天

悯人的胸怀以及对生命的思考。
（三） 扎根于生活的道德困境

还是以阿斯哈·法哈蒂导演的 《一次别离》 为例， 影片围绕着两个家庭的简单故事， 涉及教育、
宗教、 阶级、 性别角色等文化母题， 但核心主旨是揭示伊朗普通人尤其是普通家庭中个体的道德困境：
诚实和欺骗。 人在特定的情境下经受着考验， 面对命运， 心灵时常被拷问。 在父亲与女儿之间， 诚实

还是撒谎， 成了父亲的道德难题， 不得不撒谎已经有难言的苦楚， 而更让他内心纠结的是女儿对自己

撒谎的包庇， 将会使女儿一起经受心灵的煎熬。 因此， 真实与谎言在这样一个特定的语境中， 已很难

用道德标准来界定与衡量， 讲真话不违背道德原则， 却会给生活造成极大破坏， 谎言违背道德， 却能

挽救一个即将破碎的家庭。 在说谎之后， 女儿满眶的泪水， 就是对这种道德困境的痛苦反应。

三、 平实而富有哲思的电影风格

以最具伊朗电影代表性的阿巴斯导演的电影为例， 他的作品一般故事情节性不强， 纪实与虚构相

结合， 职业与非职业演员相结合， 极少交代事件的起因和结尾， 但是他打开了一个广阔的世界， 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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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译自法国 《电影手册》 杂志 １９９９ 年第 １２ 期， 总第 ５４１ 期， 中文见 《当代电影》， ２０００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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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式结局， 平淡却最纯粹又不乏深刻。 尤以 《随风而逝》 《樱桃树下》 《希林公主》 《如沐爱河》 最

为典型。 《随风而逝》 片头， 工程师为何来到山村， 其行动目标在哪里， 影片结尾时挖坑人的性命如

何， 有没有死。 对这些， 阿巴斯均未作解答， 只是全力向观众展示工程师在村子里的生活状态。 《如沐

爱河》 片尾定格在窗户被打碎， 老教授应声倒地的瞬间， 至于他和明子的关系如何收场， 则任由观众

去思考。 这些影片里， 阿巴斯极度克制自己的情感， 坚持 “零度写作”， 用中立性的、 客观的镜头语言

去构造影像世界， 极少使用仰拍、 大特写、 闪回、 叠画、 升降格等情绪镜头， 以场面—段落镜头等零剪

辑的方式， 将导演自己的倾向性遮蔽起来。
阿巴斯极力推崇小津安二郎， “只要被问到我最喜欢的， 或者风格最接近的导演， 我的回答一直是

小津”，［２］像小津那样， 阿巴斯的电影视听语言强调恬淡美、 生活诗意美。 《橄榄树下》 结尾处二人穿越

橄榄林的大远景长镜头， 《何处是我朋友的家》 艾哈迈德奔跑在山坡上的大环境小人物式挤压构图，
《随风而逝》 里工程师与医生骑摩托穿梭于层层麦浪， 《原样复制》 里安迪·沃霍尔式结尾———阁楼顶

上的风钟延时拍摄， 《生生长流》 里汽车终于冲上山顶的远景镜头， 《伍》 里静谧的池塘月色、 蛙声阵

阵……他的镜头语言好似情话般呈现。 我国清代戏剧家李渔说过： “若能实具一段闲情， 一双慧眼， 则

过目之物， 尽在画图， 入耳之声， 无非诗料。” ［５］ 阿巴斯像一名自然审美艺术家， 在他的意象世界里，
“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 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 成就了一段段诗意长镜头， 与

侯孝贤、 小津安二郎、 李安、 许秦豪等亚洲导演一起将东方美学气质推向世界舞台。
阿巴斯的另一个电影导师是塔科夫斯基。 “他制作影像的手法非常丰富， 既是现实主义的也是超现

实主义的。 对我来说， 他不是一位俄罗斯电影艺术家， 而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 来自一个被人们称做

‘电影’ 的世界。”① 作为上世纪前苏联引以为骄傲的电影大师， 塔科夫斯基以其朴素、 平实、 纯净，
充满诗意的电影语言， 为电影世界所认知和景仰。 《镜子》 《伊万的童年》 《索拉里斯》 《乡愁》 《牺

牲》 等， 都已经成为世界电影的经典， 也正是塔科夫斯基称电影是 “最有诗意的艺术”，［６］ 从精神气质

和美学主张上， 影响了阿巴斯等伊朗导演。
伊朗导演也擅于使用灰暗的色调。 城市、 乡村、 沙漠， 都被一层薄薄的灰色所笼罩， 没有了那些现

代社会中的五光十色， 缤纷绚烂。 灰暗的色调与阴郁的故事相辅相成， 相得益彰。 从色彩中， 我们既

能感受到生活的苦闷， 也能感受到主人公悲惨的现状。 同时， 这种处理方式还冲击着新型的大场面的

视听模式， 它的作用是带给观众以思考， 而不是简单的感官刺激。 从受众角度出发， 它满足的并非观

众自身的娱乐心理， 而是满足观众的审美需求。 此外， 演员的本色出演， 也是伊朗电影的一大特色。
大量的非职业演员的使用， 尤其以 《小鞋子》 《天堂的色彩》 等中的孩子为代表， 他们没有受过专业的

训练， 没有所谓的镜头感， 有的只是内心的质朴， 有的只是生活的本貌。 但正是这种未经修饰的朴素

才能直达观众内心， 这种纯粹的反映生活的方式增强了观众的代入感， 让观众能对主人公生出感同身

受之感。
以 ２０００ 年伊朗电影 《黑板》 为例， 两伊战争期间， 主人公萨义德是逃难大军中的一员。 当他来到

一户人家， 帮一位老人读他儿子的信时， 他发现那不是家书， 而是一封来自巴格达监狱的死亡通知书，
但他选择隐瞒事实真相， 编造一个善意的谎言， 告诉老人他儿子生活得不错， 让老人继续心存希望。
尽管其时人们生活贫苦， 颠沛流离， 但像萨义德这样的人依旧心怀善念， 保有对生活的热忱及对生命

的尊重。 这种对生命与生活的美好向往是全人类共通的精神寄托， 这其中折射的哲学观念也引人深思。

四、 伊朗电影对中国电影现状的启发与警示

在数字化的浪潮下， 借鉴伊朗电影的成功经验， 对重新审视我们国家自身的电影历史， 启发原创电

影的创作实践， 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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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译自法国 《电影手册》 杂志 １９９９ 年第 １２ 期， 总第 ５４１ 期， 中文见 《当代电影》， ２０００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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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笔者看来， 这种启发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 从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和生命出发， 追求生活的质感。 注重现实主义美学和创作原则， 原本是

中国文艺的优良传统， 也是中国电影最引以为傲的美学旗帜。 纵观中国电影史， 有代表性的优秀之作

和被广大观众喜爱的作品， 大都是植根现实的 “接地气” 之作。 中国的电影观众乐于从电影中看

“戏”， 看普通人的悲欢离合故事和戏剧冲突， 声光影像等电影的视听元素则应附属于 “戏”。 反观当下

的某些中国电影， 却日益表现出一定程度脱离现实生活， 也未必符合中国电影观众真实情感的倾向。
甚至可以说， 中国电影自诞生以来就具备的与广大群众的血脉相通、 立足普通百姓生活和生命的现实

主义传统出现了一些断裂。 经过解放前郑正秋、 蔡楚生等导演以戏曲和民间文学改编创作的电影、 “十
七年” 的 “革命历史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电影”、 第四代导演的政治与文化反思电影、 第五代导演的寻

根和文化寓言电影之后， 一股大众文化浪潮席卷中国影坛， 我们已很难从中发掘与中国现实紧密相连、
兼具文化品味与美学追求的电影作品。 作为文化产品的电影， 一旦以商业思维代替艺术标准， 便容易

丧失对历史的挖掘、 对现实的真切感知和思考， 更难以让观众产生情感共鸣， 最终也可能导致从根本

上失去艺术品性和美学精神。 在笔者看来， 这是当下中国电影最值得警惕的现象， 为规避这种现象，
伊朗电影可提供给中国电影相当大的借鉴性提示。 这种背离现实主义原则的倾向， 对中国电影创作的

直接影响， 就是永恒、 悲悯、 良知、 敬畏、 道德等 “深度意义” 被质疑乃至抛弃， 代之以主题苍白、
形式透明、 线索单一、 故事浅显的所谓喜剧电影。 尤其是新世纪以来， 诸多 “大片” 的涌现， 使中国

电影一度片面追求技术手法的发展与创新， 电影深刻的故事性与美学内涵却逐渐被边缘化。
其次， 学习伊朗电影， 重新认识电影的本性， 回归初心， 对当下的中国电影来说， 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电影的本性是审美和艺术， 电影的品性是文化， 电影艺术活动是人的精神活动， 这是不容置疑

的美学前提。 而电影作为人的精神文化产品， 是以满足人的审美需要为主要目的， 也是最基本的常识。
我们可以说， 电影艺术活动作为生产审美产品的活动， 就应该是一种审美活动。 在人类的三种活动形

态， 即物质实践活动、 理论活动和审美活动中， 审美活动处于最高层， 它既遵循克服人与外部世界的

分裂这一人类活动的普遍原则， 又超越了物质实践活动的有限性， 同时修正了理论活动的抽象性。 因

而， 将电影艺术归于审美活动， 就意味着它一方面是对现实矛盾的否定， 另一方面又是对人的片面性

的克服， 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提升。 所以， 实现超越的精神维度是电影永远不能舍弃的。 我国当下的许

多电影， 在这方面状况堪忧， 它们或以感官刺激、 或以杯水风波式的表层生活， 代替心灵感动， 把本

应是严肃的审美艺术活动， 降格为商业性的逐利行为， 至于故事的精神向度、 人性的深度、 心灵的丰

富、 理想之光和终极关怀， 已经成为这些电影久违的品性。 比如， 这种商品化倾向或者以各类欲望作

为表现主题， 出现一大批所谓 “官场电影” “商场电影”， 不加掩饰地渲染人性中恶的因素， 权欲、 贪

欲、 色欲纷纷走上前台； 抑或格局越来越小、 反映面越来越窄， 没有对生活的提炼和概括， 以所谓喜

剧片、 都市时尚片作为突出代表， 它们突出展现的是城市生活的物质繁荣和感性外表， 表现的是没有

太多美学内涵的感官性生活、 官能性体验， 在时尚文化的外表下， 内里实质是精神的空虚和心灵的荒

芜。 电影已经远离了社会生活， 从而也背弃了艺术的美学精神属性。 新世纪以来， 我国主流电影市场

已很少有作品能展现深切的生命体验、 生活的哲学思考以及文化伦理困境。 我国一大部分电影正趋向

缺乏精神质素的世俗乐趣， 背离广大观众的 “在世” 体验， 缺失基本的超越性和人文关怀。
再次， 应像伊朗电影一样， 从重视和重申优良的传统风格与叙事方法中 “取经”， 进行电影创作。

一百多年的中国电影历史上， 出现过许多优秀的影片， 也树立了优良的美学传统。 仔细分析这些电影

为何会受欢迎， 它们表现了什么电影观念， 对中国电影业的发展非常必要。 诚如很多电影理论家已经

注意到的， 这些电影作品， 有关总体性的共同特征， 充分体现着中国电影的影戏传统。 而 “影戏是不

开口的戏， 是有色无声的戏， 是用摄影术照下来的戏”，［７］ “影戏是戏剧的一种， 凡戏剧所有的价值它

都具备”，［８］ “总体上说， 在剧作上， ‘影戏’ 把冲突律、 情节结构方式和人物塑造等大量戏剧剧作经验

都搬用过来。 在镜头结构上， ‘影戏’ 采用了与舞台幕场结构相似的较大的戏剧性段落场面作为基本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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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单元。 在视觉造型上， ‘影戏’ 在导、 摄、 演、 美各方面也都表现出明显的舞台剧影响的痕迹。 一句

话， ‘影戏’ 从剧作到造型各方面， 都浸透了戏剧化因素， 是中国早期电影特定的艺术历史现象”。［９］ 正

是秉承着这样的电影美学理念， 中国的电影观众乐于从电影中看 “戏”， 看普通人的悲欢离合故事和戏

剧冲突， 声光影像等电影的视听元素则附属于 “戏”。
最后， 还应指出， 虽然近年来伊朗电影频频在国际上获奖， 并在全球范围内赢得众多赞誉， 但在伊

朗本土， 却往往不为主流舆论赞赏， 票房表现平平， 有些甚至惨淡。 伊朗国内对他们迎合西方的指责

也不鲜见。 而且， 伊朗的电影环境与中国还是有一定差异， 如伊朗导演的创作相对独立， 往往不需要

考虑票房， 可以相对专注于艺术探索， 伊朗的电影市场开放程度与我国也有很大距离。 尤其， 随着阿

巴斯的逝世、 马克·马尔巴夫家族定居伦敦， 伊朗电影人才不断流失， 已经有人撰文谈 “伊朗电影神

话的终结”。［１０］事实上， 伊朗本土最受欢迎的依旧是战争片、 家庭伦理剧等通俗情节片， 尤其是喜剧片

票房最好， 这些通过讨巧情节、 夸张表演吸引观众的商业电影， 占据了伊朗大部分电影市场。 如新世

纪以来的几部年度票房冠军影片， 如 《德黑兰之夜》 （达酋仕·法尔杭导演）、 《烂心城市》 （拉克莎·
巴尼·伊特玛德导演）、 《面具》 （萨曼·莫加达姆导演）、 《蜥蜴》 （卡玛尔·大不里兹导演）， 《停火》
（导演塔赫米奈·米兰尼）、 《被驱逐者》 （弗里敦·耶拉执导） 等， 无一不是喜剧电影。［１１］在伊朗国内，
好莱坞电影以盗版 ＤＶＤ 和网络下载等形式流行， “叫好不叫座” 的艺术电影遭遇的困境同样是伊朗电

影需要研究与解决的课题。 个别导演的获奖作品， 是否能够全面客观地代表伊朗的电影工业水品及表

现社会文化的真实情况， 仍然值得商榷。
这样的问题对于中国电影也同样存在， 这几年涌现的 《在那水草丰茂的地方》 《塔诺》 《路边野

餐》 《一个勺子》 《丢羊》 《喊山》 等艺术电影， 口碑良好、 票房不佳似乎成为它们共同的尴尬。 即便

如获得金狮奖的贾樟柯导演的 《三峡好人》、 获金熊奖的王全安导演的 《图雅的婚事》， 国内的票房表

现也非常不尽如人意。 因此， 如何获得商业和艺术的双赢， 是伊朗和中国电影面临的共同课题。 在充

分借鉴和吸收伊朗电影经验基础上， 走出中国电影自己的路， 仍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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